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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优价、理顺价差：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由武汉同济医院专家号 

“号贩子”问题引发的思考 

刘嗣明, 石龙, 徐珩 

(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暨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430079) 

【摘 要】出现在全国一些大医院倒卖专家号的“号贩子”问题, 是由于专家号价格过低并与普通号的价格差

太小而产生。提高专家号价格, 拉大专家号与普通号的价格差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这样才可以从根本

上治理“号贩子”问题。同时, 通过转诊制与政府对低收入者补贴制, 既可以保证低收入者就诊专家, 又可以实现

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而且还会有力推动整体医疗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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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贩子”问题的相关背景 

《武汉晚报》自去年11 月2 日起连续五天报道了武汉同济医院的专家号“号贩子”问题, 并公开征集解决“号贩子”问题

的对策。武汉同济医院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其医疗实力在华中地区首屈一指。据《武汉晚报》报道: 病人

为能挂到同济医院的专家号, 常常需要提前几天排队。一些外地来同济医院就诊的病人更是打地铺通宵排队, 专家号一号难求。

同时, 在医院挂号处有一些不法的“号贩子”在活动, 这些人或是雇人排队, 或是给予排队靠前者一些利益让其代为买票, 然

后在原价的基础上翻几倍出售给一些挂不到专家号的病人, 从中牟取非法利益。在通过《武汉晚报》向社会公开征集的解决对

策中, 有的市民提出采用“实名制”、“联网登记制”等措施,但这些措施操作起来麻烦, 且又要提高医院的管理成本, 效果不

会理想。无独有偶, “号贩子”问题也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大医院, 早在2005 年9 月23 日, 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

目曾曝光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号贩子”问题。为此, 国家卫生部曾联合其他三部委共同下发文件开展了打击“号贩子”的专项

行动, 但这种短期的专项行动并没能解决根本问题, 关于“号贩子”的新闻报道仍时常见于报端。由于所采取的措施都未能触

及“号贩子”问题产生的根源———专家号价格过低, 且与普通号价格差太小, 因而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那么, 怎样

才能根治“号贩子”这一屡禁而不绝的顽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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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专家号价格是解决“号贩子”问题的治本之策 

排队消费现象的出现是“号贩子”产生的直接原因。如果病人不用排队消费, 随时可以购买到自己所需的专家号, “号贩

子”就不会出现。因而要根治“号贩子”首先要消除排队消费现象。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专家号的排队消费现象呢? 

消费者要排队才能够买到自己所需的物品, 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消费者所需物品供不应求, 消费者需要去争夺所需物品。供

不应求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受生产能力限制的绝对供给量小于需求量, 如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出现过的普遍的排队消费现象

大多属于此类； 另一类是政府管制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引致的需求在相对数量上大于供给, 如我国城市低收入者排队购买政府提

供的经济适用房即属于此类。出现在武汉同济医院和全国其他一些大医院的“专家号”排队现象亦属于后一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价格机制的高度灵敏, 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波动, 从而自动调节市场供求, 一般不会出现排队消费

的现象。病人需要排队才能挂到专家号, 也正是由于政府对医院专家号的价格进行了管制。政府管制医院专家号的价格, 本意

是希望低价格能让更多的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得到专家的诊治。然而, 事实与政府的美好愿望却并不一致, 大量的常见病患者

也加入到看专家的行列。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现行的医院专家号价格偏低, 而且专家号与普通号的价格差并不大。以同济医

院为例: 一个普通号价格是二元, 专家号中的正教授价格是十元。十元与二元相对数量虽翻了几番, 但绝对数量差距并不大。

在这种支付成本差别并不大, 但预期回报差别较大的情况下, 理性的患者当然会选择预期回报大的专家号( 一般人对专家的预

期高于普通医生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 过低的专家号价格就引致了大量的虚假需求者的出现。当大量的虚假需求者加入到有

限的专家号争夺中时,专家号自然就供不应求, 排队现象由此产生。“号贩子”正是发现了医疗市场上这种拥挤的排队购号现状, 

抓住了这个市场空间, 开始倒卖专家号。 

可见, 只有让价格自动反应市场供求关系, 提高专家号的消费门槛, 剔除大量的虚假需求者, 需求者才会自动减少。需求

者减少后激烈的排队现象自动消失了, “号贩子”这一顽症才可以被根治。 

三、采取市场定价方式提高专家号价格的合理性 

1. 现行专家号价格在绝对量上偏低 

专家号的价格所体现的是专家的劳动价值。把专家号的价格定在十元左右, 这是一个政府定价行为, 市场没有发挥定价功

能。无论从专家的生产成本还是从市场需求角度看, 目前的专家号价格都严重偏低。一个专家服务一次的的价格究竟应该有多

高, 严格意义上的计量是比较困难的, 但至少可以通过与市场上其他服务行业的价格对比来发现现行价格的不合理。一个普通

理发师为消费者简单洗剪一次头发的价格在十元左右。难道医学专家在专业学习与经验积累上所花费的成本与理发师差不多吗

( 并无贬低理发师的意思) ? 通过这种对比可以很直观的发现, 当前对专家号的定价是严重偏低的。从纯理论的角度讲, 供不

应求商品的最好定价方式应该是拍卖, 谁出的价格高谁优先获取。当然,这只是一种纯理论推导, 医院不可能采取每天拍卖专家

号的方式来求解专家号的价格, 但让市场在专家号的定价机制上发挥基础性作用是可行的。 

“号贩子”的出现也正好反应了专家号价格过低的现状。“号贩子”以几倍于原价格的“贩子价”出售专家号, 仍有需求

者自愿购买高价“贩子号”。这说明, 对需求者而言, 以五十或六十的价格( 武汉同济医院的“贩子价”) 去看一次专家仍然

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在对专家服务的预期价格之内的。从这个角度上说, “贩子价”是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专家号的市场价。因

此可以说专家号的市场价至少相当于“贩子价”, 而这个价远高于目前的政府对专家号的定价。 

2. 医疗服务的级差决定了专家号价格应该由市场生成 

( 1) 医疗服务的级差。医疗服务在本质上是一种商品, 与普通商品一样, 品质上的差别决定了其价格的不同。医疗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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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缘于服务成本的级差,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服务所凝结的一般劳动时间的不同。高级别的商品索取高昂的价格, 低级别的商

品索取较低的价格, 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高级别的商品通常就是此类商品中的名牌, 名牌与非名牌的市场价格差别是巨大的。

仍以服务业中的美发行业为例, 一个普通的理发师为一个消费者服务一次的价格在十元左右, 而一个知名的美发师做一次发型

设计的价格上百元甚至上千元也不足为奇。正因为存在巨大的价格差, 所以大多数消费者理发时就自觉选择了普通的理发师。

每个消费者都渴望知名美发师能为自己设计发型, 但价格门槛起到了挑选消费者的作用。假想一个知名美发师的服务价格为十

元, 普通的路边小店理发师的服务价格为二元, 估计也会出现排队去请知名美发师理发的现象。任何商品只要在品质上有级差, 

在价格上也应该存在级差, 而且高级别的商品在绝对数量上的稀少也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当前, 虽然医疗服务存在级

差, 但价格级差并不明显, 或者说这种级差还不是市场竞争所形成的, 没能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原则, 没能合理理顺不同级别医

疗服务的价差。 

价格杠杆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存在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即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比较大。如果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

价格弹性为零, 价格杠杆就无法有效调节该商品的市场需求, 比如食盐的消费。医疗服务似乎是一种需求价格弹性很低的商品, 

因为疾病需要医治是一种必需, 所以价格的高低无法有效发挥调节作用。事实并非如此, 认为医疗服务缺乏价格弹性, 是以医

疗服务没有级差和病情危重为双重前提的, 即病人所患疾病只有某个专家能够医治, 同时这种疾病又是危及生命急待治疗的。

但通常情况下, 病人所患的是常见疾病, 这种疾病不仅容易医治, 而且有多家医院和多个医生可以医治。在这种情况下, 医疗

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就大。在需求的价格弹性大的市场, 价格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是可以正常发挥的。所以, 对医疗服务市场上

不同层级的商品———专家和普通医生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1] 

( 2) 市场是政府作用的边界。医疗卫生市场有其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医疗卫生服务事关人的健康与生命, 而每个人

都应该有平等的生存权,这涉及到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中的平等与效率的问题。在现阶段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充足的情况下,将有

限资源合理分配, 有效使用才是最重要的。期望于人为压低专家号价格来实现公平, 这只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美好愿望。价格杠

杆一旦扭曲失效, 只会导致有限资源的浪费和集体福利的整体下降, 这是更大的不公平。[2]政府调节机制与市场机制在配置医疗

卫生资源过程中的搭配要遵循一点, 即市场是政府作用的边界和基础。政府机制只有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发挥作用但

效率较低或者存在严重弊端时才是必需的。 

四、提高专家号价格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悖 

目前医疗价格过高, “看病贵”、“看病难”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提高专家号价格似乎会加剧这种问题, 与建设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悖。其实不然, 主要理由如下: 

1. 提高专家号价格不等同于提高医疗服务价格 

当前医疗整体价格偏高并不是由于挂号价格过高所致, 而是由于治疗过程中其他环节的价格过高导致的。病人挂号只是整

个医疗过程的一个环节, 而一个完整的医疗过程通常包括挂号、诊断、检测、治疗、用药、护理等多个环节, 所以病人所支付

的医疗费用也可相应的分为多个部分, 包括医疗人员的技术服务费用、消耗品与器械的费用、药品费用、住院床位费、护理人

员的劳务费用、医院管理费用等。与病人动辄过万元的医疗费用相比, 十元左右的专家号费用实在微不足道。真正导致医疗费

用过高的原因是医疗环节中的其他一些环节费用偏高。目前医院的收入基本上来自财政补贴、医疗服务收费、药品差价和大型

设备检查收费四个方面。政府补贴在改革开放后已经急速下降, 医疗服务收费如挂号费、治疗费、床位费、手术费的价格远低

于实际成本。如果仅以前两项收入计算, 则医院处于亏损状态, 难以维持日常运转。但是, 把药品和大型医疗设备考虑进来, 事

情似乎就不这么简单了。由于在医疗服务中的双方信息不对称, 患者并不知晓何种医疗检查是必需的, 什么样的药品是必需的,

只能受医生支配。由于过低的挂号费用不足以弥补医生的服务成本, 医院就在医疗的其他信息不对称“暗箱环节”高收费, 例

如器械检查与用药环节。由于“暗箱环节”的高收费缺乏约束, 最终不仅补贴了医生劳务和其他部分的亏损, 而且大大超过了

平衡成本必需的部分, 这导致了医疗整体价格的偏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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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专家挂号费导致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如前所述, 一个完整的医疗过程包括多个环节, 挂号只是最开始的一个门槛。专家号价格的低门槛诱使大量的患者前去挂

专家号, 但低门槛并没有让低收入者真正得到完整的医疗服务, 后面医疗环节的高收费使低收入者望而却步, 不能够继续得到

治疗。这导致的结果是: 真正需要看专家的低收入者只是进入了医疗环节的第一步, 却没能进入医疗服务的其他环节, 没能得

到真正的治疗； 不需要看专家号的病人因为专家号价格低也加入到看专家号的队伍。这就导致专家号供不应求, 号贩子高价倒

号。最后的结果是专家号更难买, 低收入者的疾病依然得不到治疗。低价专家号看似利于低收入者看病, 实际上广大病患者并

没有从低专家号价格中享受到预期的实惠, 同时还引发了“号贩子”这个与和谐社会建设格格不入的问题。这类似于一个低门

票的公园, 如果仅仅是进公园大门收费低, 而进公园后所有的分景点都收费高, 大多数人无法继续游玩, 这只会导致人们大量

挤入公园大门, 踩坏公园门前的绿草地。所以, 公园要么对各个分景点也低收费, 让游客继续游玩； 要么提高公园大门票价减

少进入者, 这样至少还可以保护好门前的绿地。 

专家号的低价引致大量常见病患者涌入专家门诊, 让专家整日忙于常见病的诊治, 这既没能体现专家诊治疑难病症的特殊

价值, 也不利于专家进行更深一步的医学研究。同时, 低挂号费还将大量病患者引入有限的几个大医院, 争夺极其有限的专家

等医疗资源, 导致大医院“看病难”、“看病贵”与一些社区医疗卫生资源闲置并存的格局。这些情况的出现都是与建设和谐

社会的要求相悖的。 

3. 现阶段建设和谐社会以覆盖基本医疗为目标 

党的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 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强化政府责任, 严格监督管理, 建设覆盖城乡居民

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可见, 现阶段建立和谐社会所要求

的只是基本医疗卫生的公益性, 而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最高层次的专家服务并不在此列。这正如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要力争居者有

其屋, 但从不提倡降低别墅的价格保证人人都能住别墅一样。事实上, 武汉同济医院就如同武汉市的别墅、五星级酒店, 而其

中的博导等专家就如同这五星级酒店中的总统套房。武汉市的普通市民为什么出差没有希望住五星级酒店中的总统套房, 而看

病就要看同济医院的博导等专家呢? 

五、以转诊制和补贴制保障低收入者就诊专家 

“号贩子”所突显出来的问题需要通过医疗体制的整体改革来解决。同时, 改革必须保证低收入者在患有疑难病症时能得

到专家的医治。实行“转诊制”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转诊制”是指病人首先就诊普通医生, 在普通医生无法诊治的

情况下再转由专家诊治。在“转诊制”下, 同时实行有区分的政府补贴制, 即对从普通门诊转入专家门诊的病人采取政府补贴

的低价医疗； 对一部分直接就诊专家的“越级就医”者政府不予补贴, 医疗费用由患者全部承担。如此, 虽然提高了专家号价

格, 但这只是加大未经转诊的“越级就医”者的成本, 而转诊病人看专家仍得到了保证。这样在不取消专家号的情况下, 以经

济手段自然区分了患者, 既让一部分高收入者可以选择自费就诊专家, 又通过补贴为低收入者就诊专家开辟了道路, 满足了社

会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医疗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复杂的过程, 任何单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措施的配合。实行“转诊制”必须有可操作的转

诊标准和程序, 而建立覆盖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则是政府补贴制实施的前提, 这些都有赖于整体医疗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由

于医疗体制改革中各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 对专家号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将有力的推动整个医疗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5 

[1] 女士排队5 天5 夜挂号[N]. 武汉晚报,2006- 11- 02. 

[2] 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EB/OL]. http: / /www.china.org.cn /chinese /PI - 

c /991043.htm/2005- 10- 09. 

[3] 王谦.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2006, (2): 33- 38. 

[4] 王鸿谅. 高收费与亏损:大医院的价格怪圈[J]. 三联生活周刊,2005, 349, (31):50. 

[5] 田巧萍,祁燕. 同济医院称无法根治号贩子[N].武汉晚报,2006- 11- 04. 

[6] 周小梅. 论医疗服务行业的管制政策体系[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 (5):134- 137. 

[7] 王谦. 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J]. 经济体制改革, 2006, (2):33- 38. 

[8] 魏杰,王韧.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内在特征与改革思路[N]. 改革, 2006, (3):10- 115. 


